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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嵌入、研发强度与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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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利用省级层面数据对中国东、中、西部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利用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

全球价值链嵌入在研发强度的影响下，对中国制造业供给质量的作用机制。主要的研究结论有：中国全球价值链嵌

入具有明显的“东高西低”、“东降西升”和“单核集聚”的特征；研发强度不足时，全球价值链嵌入易导致企业陷入“低

端锁定”陷阱与“资金和市场双重缺乏”困境，不利于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随着研发强度的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收

益终会超过“嵌入成本”，进而促进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且研发强度越强，该促进作用越明显。研究结果可为中

国突破产能过剩约束、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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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全球价值链（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ＧＶＣ）生
产是中国坚持开放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也为中国
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活力。但长期以来，粗
放型的出口导向战略不仅使得贸易摩擦与争端频

发，还使得中国制造业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
节，这不符合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要求，更
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蔓
延导致的全球性需求下降，贸易保护主义已有所抬
头，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必然会面临更多的贸
易壁垒与摩擦。因此，如何在国外需求层次变迁和
技术标准升级的背景下倒逼中国制造业供给质量提

升，将成为企业突破当前出口困境、实现持续发展的
关键所在。那么，中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同时，制
造业供给质量是否获得了提升呢？其提升的机制和

障碍又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科学地
测度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并分析其对制造
业供给质量的影响机制，以期为中国突破产能过剩
约束、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启示与借鉴。

一、文献综述

Ｋｏｕｇｔ［１］较早地对全球价值链进行了研究，而

Ｇｅｒｅｆｆｉ［２］则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价值链体系研究，
学者们对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测算方法［３］和驱动

因素［４－５］也进行了研究。随着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步
伐的加快，如何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研究产业转型
升级，特别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则成了当下一个重
要的研究方向。
由于出口学习效应［６－７］和技术外溢效应［８］的存

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嵌入过程中往往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

加工贸易，便可以从发达国家获取先进的零部件、生
产设备或学习模仿机会，进而实现产品质量提升［９］。
另外，参与全球价值链，还可以实现工艺流程升级和
产品升级，进而推动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供给质量的
提升［１０］。部分实证研究也显示，通过加工贸易参与
全球价值链，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制造业质量的提
升［１１］。吕越等［１２］的研究则进一步显示，全球价值
链嵌入的积极作用存在着时间差异，在嵌入初期最
为明显，后期则可能出现不利影响。现阶段中国制
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已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发达国
家占领制造行业产业链的高端环节，低端环节又被
新兴起的发展中国家逐步替代［１３］，面临“标兵渐远，
追兵将至”的窘境，通过全球价值嵌入提升制造业质

量已变得越发困难。当前，中国制造业整体的全球
价值链嵌入地位仍处于低位［１４］，且在低技术制造业
的分工地位显著高于中高技术制造业［１５］，面临着核
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竞争力低下等问题［１６］。嵌入
全球价值链低增值环节已成为制约中国制造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障碍［１７］。
造成上述困境的原因是，发达国家主要支持发

展中国家从事组装加工等活动［１８］，导致发展中国家
在代工体系的低端阶段被发达国家“俘获”，无法进
行高端化的产业升级［１０］。目前中国制造业发展仍
严重依赖要素投入，技术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全球价值嵌入过程中多处于加
工组装环节［１９］，因此极易陷入“低端锁定”陷阱。王
玉燕等［２０］关于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

术进步呈倒Ｕ型关系的研究结论，也进一步说明了
全球价值链嵌入存在着抑制效应。随着人口红利的
逐渐消失，如果不尽快提升制造业的供给质量，中国
制造业将在全球竞争中丧失优势。除制造业外，郭
晶等［２１］对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也发现，由
于发达国家对高端服务业的控制，中国服务业已处
于低端锁定的格局。
现阶段，如何破解上述困境已成了学界研究的

热点内容之一。在全球价值链嵌入过程中，发展中
国家一旦损害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便会遭受封锁与
抑制的命运［２０］。如果嵌入企业的技术水平不高，则
会在低端阶段被发达国家俘获［１０］，供给质量提升也
变得遥遥无期。如果企业能够提升产品技术水平，
则有可能突破发达国家的封锁，进而通过全球价值
链嵌入实现供给质量的提升，而提升技术水平的关
键则是加大研发投入，如吴延兵［２２］的研究就表明了
制造业研发投入的重要作用。因此，加大研发投入
能够减轻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后发国家的不利影响，
并在后期呈现出显著的积极作用［２３］。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

供给质量的影响存在双重效应：一是促进作用。嵌
入全球价值链可以通过生产设备的引进与先进技术

的学习来提高生产工艺，进而提高制造业供给质量；
另外，本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还可以通过引入国
外产品丰富本国中间品和最终品的供给，提高制造
业供给的多样性。二是抑制作用。发展中国家在经
济发展初期多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工序，极易被发
达国家“俘获”而陷入低端发展困境，进而不利于制
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长远来看，制造业嵌入全球
价值链的同时还应与本国自主创新相结合，才能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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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低端技术锁定，真正实现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
因此，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影响存
在非线性，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不同时期以及嵌入国
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均会产生异质性的影响。
因此，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提升制造业质量的

关键仍是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的创新［２４］。未来中
国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提升制造业质量，仍需提高
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１８］。已有研究表明，研发投入
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有着重要影响［２５］，因此对
中国制造业供给质量的研究，应考虑研发投入这一
重要因素。但已有研究鲜有涉及全球价值链嵌入对
中国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的影响机制，也未从实证
层面探索研发投入在上述影响机制中的作用。因
此，本文将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视角对中国制造业
供给质量提升的机制进行研究，并分析研发投入强
度对上述机制的影响机理，进而为中国制造业的转
型升级提供经验借鉴与政策启示。

二、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测度

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可使用出口贸易中国外附

加值占总附加值的比值来表示［２６］，而出口贸易又可
以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因此对全球价值链嵌
入水平的测度需根据贸易形式进行区分。本文借鉴
唐东波［２７］的研究，假定加工贸易中的进口中间品全
都用于出口，而一般贸易中进口中间品的价值则被
均匀地分配到出口生产和国内消费品生产中，因此，
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计算公式为：

ＧＶＣ＝
Ｍ２＋Ｍ１Ｘ１／（Ｙ１－Ｘ２）

Ｘ１＋Ｘ２
（１）

其中：Ｍ１ 为一般贸易中进口中间品的价值，Ｍ２ 表

示加工贸易中进口中间品的价值，Ｘ１ 和Ｘ２ 分别表

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出口价值，Ｙ１ 表示行业总
产值。
根据上述方法，本文对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进

行了实证测度，由于部分省市的数据缺失，本文仅测
度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中国２４个省（直辖市）的全球价
值链嵌入水平①，具体结果如图１所示。
结合图１，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全球价值链嵌

入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且地区间变动的差异
明显。从数值上看，东部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
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这可能与中国不同区
域的制造业外向发展程度有关。东部地区对外开放
水平较高，跨国公司密度大，全球化生产程度高，产
品生产的过程中广泛使用国外进口的中间品，因此

图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中国各区域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

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则因地理区
位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限制，参与全球化生产程
度不高，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较低。
从变动趋势上看，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中国的全球价

值链嵌入水平呈现出“东降西升”的特征。东部地区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从２００５年的

０．４８６下降到２０１４年的０．３１４；中部地区相对较为
平稳，基本在０．２上下波动；西部地区则呈上升趋
势，从２００５年的０．０８５上升到２０１４年的０．２。造
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一方面随着东部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加工贸易的占比逐年下降；另一
方面，东部地区通过全球化生产进行模仿与学习，提
高了其技术水平，对外部产品和技术的依赖逐渐下
降，出口产品中的国内价值占比不断提升。随着东
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大量加工贸易企业也
在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加上中西部地区对外开
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其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在一定
程度上得到了提升。
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还呈现出“单核集聚”特

征。根据图１东、中、西部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
数值变化可以发现，中国三大区域间的全球价值链
嵌入水平的差异在逐渐下降，进一步使用Ｋｅｒｎｅｌ密
度分析法也显示出这一变化趋势。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
和２０１４年的Ｋｅｒｎｅｌ密度图（见图２）均呈现出单顶
点均衡的特征，这说明中国省市之间的全球价值链
嵌入呈单核集聚状态，即全国大部分省市的全球价
值链嵌入水平呈现出趋同特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区域间差异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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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上海、海南、内蒙古、云南、四川、贵州和西藏的数据缺
失，本文没有对这些省市进行测度，另香港、澳门和台湾也不包含在
本文的研究样本之内。本文所有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和统
计公报。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山东、

福建和广东；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江西、

吉林和山西；西部地区包括：甘肃、广西、宁夏、青海、重庆、陕西和新
疆。



图２　部分年份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Ｋｅｒｎｅｌ密度图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供给质

量的影响，因此制造业供给质量为被解释变量，全球
价值链嵌入为核心解释变量。结合前文分析可知，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影响，可能还
存在着研发强度门槛，因此研发强度为门槛变量。
另外，本文还结合已有研究选择五个对制造业供给
质量存在一定影响的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及数据
来源如下：

ａ）制造业供给质量（Ｑ）。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从质量水平与发展能力两个方面构建过测

度中国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指标体系，该指数能够
较好地衡量中国制造业的质量、技术与市场适用能
力等特征，因此本文使用该指数作为制造业供给质
量的代理变量。

ｂ）研发强度（Ｒ）。提高研发能力是企业通过
参与全球价值链获得更大收益的关键所在［１８］，因此
在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供给质量影响时，
还需考虑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本文使用研发投入
占ＧＤＰ 的比例作为研发强度的代理变量。

ｃ）经济发展水平（ＧＤＰ）。经济发展水平提高
会带来更高层次和结构多样化的产品需求，进而倒
逼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本文使用各省市人均

ＧＤＰ 数据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并以
２００５年价为基期，根据ＧＤＰ 平减指数对数据进行
平减处理。

ｄ）利用外资水平（ＦＤＩ）。利用外资对国内厂
商存在着挤出效应和溢出效应，这两种效应对制造
业供给质量的提升存在着相反的影响，因此利用外
资的水平对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影响也因两种效应的

变化而出现不同结果。本文使用外商及港澳台商投
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与规模以上工业固定资产的比

值衡量利用外资水平。

ｅ）开放程度（Ｔ）。与利用外资的效应较为类
似，开放程度对制造业供给质量也可能存在两方面
的影响。本文使用进出口总额占ＧＤＰ 的比例衡量
开发程度。

ｆ）人力资本水平（ＨＵＭ）。一方面，人力资本
的增长能够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人力资
本增长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体现。资本利用效率提
升和技术进步都是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的重要动

力。本文参考杨君等［２８］的做法，使用大专及以上人
口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

ｇ）专利数量（ＰＡ）。专利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
应了产品的创新程度，因此专利数量的增长可能促
进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该指标使用国内专利申
请授权量（项）衡量。

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局网上数据库和各

省市的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１
所示。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Ｑ　 ２４０　 ８１．７４　 ３．９２　 ７１．７４　 ９１．２２
ＧＶＣ　 ２４０　 ０．２２　 ０．１９　 ０．００３　 ０．９３
ＧＤＰ　 ２４０　 ２．７４　 １．５４　 ０．７６　 ８．８９
Ｔ　 ２４０　 ０．３３　 ０．３８　 ０．０４　 １．７０
ＦＤＩ　 ２４０　 ０．１６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５３
ＨＵＭ　 ２４０　 １４．７９　 ０．７４　 １２．５４　 １６．００
ＰＡ　 ２４０　 ９．０２　 １．５６　 ４．３７　 １２．５１
Ｒ　 ２４０　 １．４３　 １．０５　 ０．２５　 ６．０８

（二）门槛模型的设定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受研发强度的影响，价值链

嵌入对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影响可能会呈现出非线性

关系，为了探寻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的形态，以及
门槛值的大小，本文选择面板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
证研究。同时，为了确保样本区间划分的合理性并
减少模型估计偏误，本文借鉴 Ｈａｎｓｅｎ的面板门槛
模型［２９］，根据样本数据的自身特点寻找门槛值，进
而建立门槛效应模型。以研发强度作为门槛值，单
一门槛的实证模型可设定如下：

Ｑｉｔ＝μｉ＋β１ＧＶＣｉｔ（Ｒｉｔ ≤γ）＋β２ＧＶＣｉｔ
（Ｒｉｔ ＞γ）＋β′Ｘｉｔ＋εｉｔ （２）

其中：μ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β１、β２ 和β
’

为待估计系数，γ为待估计的门槛值，Ｘｉｔ为控制变
量，ε为随机干扰项，公式中括号内变量表示条件关
系，下同。类似地，建立双门槛、三门槛等ｎ个门槛
的实证模型，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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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ｉｔ＝μｉ＋β１ＧＶＣｉｔ（Ｒｉｔ ≤γ１）＋β２ＧＶＣｉｔ（γ１ ＜Ｒｉｔ
≤γ２）＋…＋βｎ＋１ＧＶＣｉｔ（γｎ ＜Ｒｉｔ）＋β′Ｘｉｔ＋εｉｔ

（３）

　　因此，合理确定门槛值的数量是建立实证模型
的前提，本文使用Ｈａｎｓｅｎ“自抽样法”模拟似然比统
计量的渐近分布［２９］，并结合Ｐ 值判断门槛值的数
量，表２报告了不同门限检验类型的Ｆ 统计量和采
用自抽样法计算出的Ｐ 值，三种门槛均在１％水平
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认为存在三个门槛值。

表２　门槛数量检验

门槛数 Ｆ 值 Ｐ 值
临界值

１０％ ５％ １％
单一门槛 ６７．４２＊＊＊ ０．００　 ２．５２　 ３．８２　 ５．９９
双门槛 ２９．０５＊＊＊ ０．００ －６．８０ －３．５１　 ２．４４
三门槛 ８．３２＊＊＊ ０．００　 ２．４５　 ３．９０　 ７．２９
注：＊＊＊、＊＊和＊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下同。

　　确定门槛数量后，还需依据似然比检验统计量
为零时γ的取值，以确定门槛值的大小。表３报告
了研发强度的三个门槛值及其９５％置信区间，三个
门槛值分别为０．６７，１．０６和１．６７。

表３　门槛估计值

门槛值 ９５％置信区间

０．６７ ［０．２８，０．８４］

１．０６ ［１．００，１．１７］

１．６７ ［１．５１，１．９５］

　　据此，本文以研发强度为门槛值构造三门槛效
应模型为：

Ｑｉｔ＝μｉ＋β１ＧＶＣｉｔ（Ｒｉｔ ≤０．６７）＋β２ＧＶＣｉｔ
（０．６７＜Ｒｉｔ ≤１．０６）＋β３ＧＶＣｉｔ（１．０６＜Ｒｉｔ ≤
１．６７）＋β３ＧＶＣｉｔ（１．６７＜Ｒｉｔ）＋β′Ｘｉｔ＋εｉｔ （４）
（三）实证结果分析
以式（４）作为本文的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并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４软件进行计量分析，具体的回归结果如
表４所示。

表４　门槛效应的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ＯＬＳ标准误 稳健标准误

ＧＤＰ　 １．３２＊＊ ０．５５　 ０．５９
Ｔ　 ３．７１　 ２．８４　 ２．５８
ＦＤＩ　 ９．４８　 ９．５９　 ９．１７
ＨＵＭ －２．２５＊＊ １．１５　 １．１６
ＰＡ －０．３６　 ０．５４　 ０．５６

ＧＶＣ（Ｒ≤０．６７） －６．１９＊ ３．７５　 ３．７７
ＧＶＣ（０．６７＜Ｒ≤１．０６）－０．５３　 ３．３２　 ３．１７
ＧＶＣ（１．０６＜Ｒ≤１．６７） ６．６７＊＊ ３．２３　 ３．３６
ＧＶＣ（１．６７＜Ｒ） ２０．３４＊＊＊ ３．４７　 ３．０９

　　当Ｒ≤λ１ 时，ＧＶＣ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
全球价值链嵌入降低了中国制造业的供给质量。造
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在研发投入较低的情况
下（Ｒ≤λ１），国内制造业企业技术积累不足，主要偏
向于从事加工贸易，在面对发达国家阻碍和控制其
代工生产体系升级时［１０］，缺乏相应的应对措施，因
此全球价值链嵌入不利于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
另外，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提升，也使得国内大量
企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而国内企业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

型行业，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较低［２０］，技
术研发短板导致国内制造业市场不断被蚕食，容易
陷入市场和资金双重缺乏的困境，供给质量提升困
难重重。全球价值链嵌入还存在“嵌入成本”［３０］，如
果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不够高，嵌入的收益无法抵
消嵌入成本，则有可能导致生产效率的损失和供给
质量的下降。
当研发投入越过第一个门槛值但小于第二个门

槛值（λ１＜Ｒ≤λ２）时，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回归系数
变的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研发投入的提升，
国内制造业技术水平也在逐步积累，部分企业开始
转型从事一般贸易，因此制造业质量出现了提升。
但此时国内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仍相对较低，缺乏与
发达国家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贸易方面竞争的能力
与经验，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收益与不利影响大致相
当，因此对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影响不明显。
当研发投入越过第二个门槛值（Ｒ＞λ２）后，全

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供给质量产生了显著的正向

影响。这说明，随着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的增加，部
分企业的技术水平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开始增长，
能够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或捕获，因此全球价
值链嵌入促进了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这也验证
了技术研发对获取ＧＶＣ 福利的重要性［３１］。另外，
技术型企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时有较强的“学习效
应”［１２］，制造业研发投入的增加，除了有助于提高了
企业的技术水平外，还增强了企业学习、模仿国外先
进产品的能力，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供给
质量提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当Ｒ＞λ３ 时，ＧＶＣ
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但系数比前一阶段更大，这
也说明制造业研发投入越高，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带
来的质量提升越明显。
在控制变量方面，人均ＧＤＰ 对制造业供给质

量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随着人均ＧＤＰ 的
增长，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环节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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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３２］，因此能够提高制造业的供给质量。人力资
本对制造业供给质量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理
论预期相反。一般地，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更容易
吸引先进技术的流入［２８］，且人力资本提升更容易促
进技术进步的出现，进而带来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
升。而造成人力资本在中国出现负向影响的可能原
因有：一是中国先进的技术并没有流向人力资本丰
裕的地区，而是在区域“引资竞争”的影响下，流向了
“政策优惠”区域［３３］，人力资本的积极影响受此影响
而无法充分发挥；二是本文使用大专以上毕业人数
占比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这一变量是基于受
教育程度层面反映人力资本水平，而中国大学扩招
可能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下降［２８，３３］，进而使得人力资
本对制造业供给质量产生了负向影响。开放程度和
利用外资水平的回归结果均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
性检验，这说明中国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已无法提
升制造业的供给质量。中国已经度过了资本相对缺
乏的阶段，现阶段制造行业外向发展的重点是引进
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单纯的资本扩张已无法满足
中国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的需要。专利数量的回归
结果也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专利授权量虽然增长
快速，但专利的质量较低，特别是许多重要的核心专

利技术仍有待取得突破性进展，以打破发达国家技
术的封锁和限制。

（四）分地区回归结果
前文分析显示，当研发强度大于１．０６时，价值

链嵌入对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影响转为显著的正向促

进作用，因此可以有如下推论：在高研发地区（研发
强度大于１．０６），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质量有着正
向影响；在低研发地区（研发强度小于１．０６），价值
链嵌入对制造业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当研发强度小
于０．６７时，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质量的影响为负，
由于只有新疆、青海和广西三个省份部分年度的研
发强度小于０．６７，所以本文将其归入研发强度小于

１．０６的组别进行回归检验。
本根据各省份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研发强度的平均值

将样本分为高研发组和低研发组（见表５），再次进行
回归检验，如果检验结果符合上述推论，则表明门槛
回归结果是稳健的。具体的检验结果如表６所示，其
中模型１和模型２为差分ＧＭＭ回归结果，模型３和
模型４位系统ＧＭＭ回归结果。分组回归结果显示，
在高研发地区，价值链嵌入促进了制造业质量的提
升，在低研发地区，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并不显著，符合
上述研究推论，进一步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５　按研发强度的分组结果
年份 研发强度Ｒ≤１．０６ 研发强度Ｒ＞１．０６
２０１４年 河北、吉林、江西、广西、宁夏、青海、新疆

２０１０年 河北、河南、吉林、江西、山西、甘肃、广西、宁夏、青海、新疆

２００５年
河北、山东、广东、福建、安徽、河南、黑龙江、湖南、吉林、江西、山西、甘肃、广西、宁夏、
青海、新疆、重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 河北、河南、黑龙江、吉林、江西、山西、甘肃、广西、宁夏、青海、新疆

其他省份

表６　分地区的回归结果

变量
高研发组 低研发组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ＧＶＣ　 ５．９５＊＊＊ ８．４２＊＊ ３．１５＊ ５．１５＊＊ －１．５５ －１．５８ －１．７２ －７．３３
Ｔ －３．６９＊＊＊ ０．５８ －０．９５ －０．３６
ＨＵＭ　 ３．０２＊＊＊ ２．９９＊ ２．０６＊＊＊ ２．４０＊

常数项 ９．２２＊＊＊ ８．７９　 １３．４１＊＊＊ ５．０５
ＯＢＳ　 １０４　 １１７　 １１７　 １１７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１７　 １１７
ＡＲ（２） ０．５２　 ０．５４　 ０．５８　 ０．５９　 ０．６４　 ０．７２　 ０．６５　 ０．８１
Ｓａｒｇａｎ　 ０．９９　 ０．５３　 ０．６３　 ０．９７　 ０．３４　 ０．１０　 ０．２６　 ０．４６
注：根据门槛效应计量结果，分地区回归剔除了ＧＤＰ、ＰＡ 和Ｔ 三个不显著控制变量。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门槛效应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

性，确保本文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本部分将从以下两
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加入价值链嵌入与研发强度的交叉项
存在研发强度约束时，检验ＧＶＣ 与制造业质

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可以在回归分析中加入ＧＶＣ
与研发强度的交叉项，通过对交叉项系数的分析检
验上述门槛模型的稳健性。表７为加入交叉项后的
工具面板方法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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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加入交叉项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ＧＶＣ １１．２３＊＊＊ －１．６９　 １０．１７＊＊ －４．０３
ＧＶＣ×Ｒ　 ５．９３＊＊＊ ５．８４＊＊＊

ＧＤＰ　 １．５２＊＊ １．２１＊

Ｔ １．５６　 ３．９０
ＦＤＩ　 １５．３７　 １２．４３
ＨＵＭ －３．４５＊ －１．９９
ＰＡ －０．１５ －０．２１
常数项 ７９．３４＊＊＊ ８０．４５＊＊＊ １２４．６４＊＊＊ １０５．５７＊＊＊

ＯＢＳ　 ２１６　 ２１６　 ２１６　 ２１６
Ｒ２　 ０．０５　 ０．２６　 ０．０８　 ０．２８
Ｆ 值 ５．２１＊＊＊ ３．７６＊＊＊ ４．４０＊＊＊ ３．３９＊＊＊

　　表５中的模型１和模型３为未加入交叉项的回
归结果，此时ＧＶＣ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即在不考虑
研发投入时，ＧＶＣ促进了制造业质量的提升。模型２
和４是加入交叉项后的回归结果，此时交叉项回归系
数均为正，ＧＶＣ 的系数可分别表示为（－１．６９＋
５．９３Ｒ）和（－４．０３＋５．８４Ｒ），该结果说明，当研发
投入水平较低时，ＧＶＣ对制造业质量提升有负向影
响；随时研发水平的提升，当突破第二个门槛值后，

ＧＶＣ对制造业质量便呈现出正向作用，且随着研发
水平的不断提升，ＧＶＣ对制造业质量提升的促进作
用也在不断增强。其他控制了变量的回归结果也与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认为门槛模
型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二）加入价值链嵌入的二次项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ＧＶＣ 对制造业质量的影

响方向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比较符合 Ｕ型非
线性关系。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 Ｕ型回归结果的
稳健性，并考虑到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加入

ＧＶＣ的二次项并使用 ＧＭＭ 方法进行回归，具体
回归结果如表８所示，其中模型１和模型２是差分

ＧＭＭ回归结果，模型３和模型４是系统ＧＭＭ 回
归结果。根据表８可知，ＧＶＣ 的回归系数为负，

ＧＶＣ二次项回归系数为正，即ＧＶＣ 在全球价值链
嵌入初期不利于中国制造业质量的提升，后期则有
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上文Ｕ型非线性回归结果保
持一致。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与上文结果保
持一致。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数据，对中国省级层面
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进行了实证测度，并以研发强

　　

表８　加入ＧＶＣ二次项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ＧＶＣ －１９．７５＊＊＊ －１１．５９ －２０．８３＊＊ －１７．０１
ＧＶＣ２　 ２７．０２＊＊ ３２．３９＊＊＊ ２８．４５＊＊ ３８．８６＊

ＧＤＰ　 ０．６３ －０．８６
Ｔ －０．７９ －９．８９＊

ＦＤＩ －３．３４　 ２．２１
ＨＵＭ －８．５３＊＊＊ －５．０８＊

ＰＡ　 １．８９　 １．９４
常数项 ７７．００＊＊＊ １０９．５８＊＊＊

ＯＢＳ　 １９２　 １９２　 ２１６　 ２１６
ＡＲ（２） ０．１８　 ０．５０　 ０．２５　 ０．１０
Ｓａｒｇａｎ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４９　 ０．３５

度作为门槛变量，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
造业供给质量提升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与
启示有：

ａ）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东高西低”、“东降西
升”与“单核集聚”的特征明显。中国区域制造业开
放发展水平呈东、中、西部地区呈现依次递减趋势，
因此对不同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造成了不同

影响。从变动趋势上看，则呈现出“东降西升”特征，
东部地区在逐年下降，中西部地区则在缓慢上升，区
域间趋同趋势明显。Ｋｅｒｎｅｌ密度分析也显示出明
显的单核集聚特征，即大部分省市的全球价值链嵌
入水平在逐渐趋同。

ｂ）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供给质量的
影响呈Ｕ型。在研发强度较低时，国内制造业的技
术积累不足，多偏向于从事加工贸易，容易陷入“低
端锁定”陷阱与“市场、资金双重缺乏”困境，因此供
给质量提升困难重重。随着研发强度的提高，国内
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能够抵消参与全球价值链带

来的不利影响，且技术实力的积累还为突破发达国
家技术封锁或俘获打下了坚实基础，因而有利于制
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另外，技术型企业还有着较
强的“学习效应”，研发强度越高，参与全球价值链对
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作用越明显。

ｃ）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人力资本出现了显著
的负向影响，其可能的原因是各地仍存在的“政策寻
求型”投资和教育质量下降。人均ＧＤＰ对制造业供
给质量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开放程度、利用外资水
平和专利数量均没有显著影响。目前中国已度过资
本匮乏阶段，如何提高对外开放和引资的质量显得
更为重要。另外，制造业企业只有不断提升专利技
术的质量，特别是核心专利技术的研发，才能带来供
给质量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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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贸易增加值视角的研究［Ｊ］．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５
（２）：５２－６０．

［２２］吴延兵．市场结构、产权结构与 Ｒ＆Ｄ：中国制造业的

实证分析［Ｊ］．统计研究，２００７，２４（５）：６７－７５．
［２３］王岚．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

影响［Ｊ］．统计研究，２０１４，３１（５）：１７－２３．
［２４］姚洋，张晔．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的动态研

究：来自全国及江苏省、广东省的证据［Ｊ］．中国社会

科学，２００８（２）：６７－８２．
［２５］周彩红．产业价值链提升路径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

长三角 制 造 业 为 例 ［Ｊ］．中 国 软 科 学，２００９（７）：

１６３－１７１．
［２６］刘胜，顾乃华，陈秀英．全球价值链嵌入、要素禀赋结构

与劳动收入占比：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Ｊ］．经济

学家，２０１６（３）：９６－１０４．
［２７］唐东波．贸易开放、垂直专业化与产业升级［Ｊ］．世界经

济，２０１３，３６（４）：４７－６８．
［２８］杨君，肖明月．价值链低端生产是否限制了中国的资本

回报率：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ＧＭＭ 方法［Ｊ］．国际

贸易问题，２０１５（６）：５３－６２．
［２９］Ｈａｎｓｅｎ　Ｂ　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ｎ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ａｎｅｌ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９９９，９３（２）：３４５－３６８．
［３０］Ｍｅｌｉｔｚ　Ｍ　Ｊ．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ｏｎ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Ｊ］．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２００３，７１（６）：１６９５－１７２５．
［３１］Ｂａｌｄｗｉｎ　Ｊ，Ｙａｎ　Ｂ．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Ｒ］．

Ｏｔｔａｗａ：Ｅ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４，Ｎｏ．９０．
［３２］苏庆义，高凌云．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及其演进规律

［Ｊ］．统计研究，２０１５，３２（１２）：３８－４５．
［３３］郑江淮，高彦彦，胡小文．企业“扎堆”、技术升级与经济

绩效：开发区集聚效应的实证分析［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８
（５）：３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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